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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艺百家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地处“吴尾越角”的上海，在农耕文明

和城市文明的双重影响下，孕育出一大批

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丰

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

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中式与西式

的碰撞中传承发展，经过冲突、并存、融

合、创新的过程，逐步熔铸出独特的海派

文化个性。它们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

关，既被民众所传承，同时也表达着民众，

建构着社会，钩沉着上海城市记忆。

非遗与上海地方民俗

一些传统技艺类非遗根植于上海部

分地区特有的民俗环境中，其生产的每

一个过程都是地方文化的缩影，它们在

发展过程中不仅承载着生产工艺，也影

响着地方民俗的形成。

以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为例，该

技艺的发展，使当地社会在婚嫁等习俗

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相传元朝元贞

年间，流落于海南岛的松江府乌泥泾人

黄道婆重返家乡，带来了从海南学到的

先进纺织技术，改进“捍”“弹”“纺”“织”

之工具，使得生产技术迅速发展，当地人

“竞相作为”，从事者多为妇女。明代，棉

纺织已成为松江府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柱，“织机十室必有”。明正德《松江府

志》记载：“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

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

红有力焉。”

不仅在乌泥泾地区，浦东的三林塘，

浦西的龙华、七宝、莘庄、梅陇等地，也几

乎家家从事棉纺织业，这种情况一直延

续到民国初年。女孩七八岁学纺纱，十

一二岁学织布，在当地蔚然成风。明末

清初，织布成为当时社会重要的流通商

品，女性也由此成为家庭经济的主力军，

从而提高了上海地区女性在家庭中的地

位。由于纺纱织布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

源，而年轻的姑娘正是纺纱织布的主要

承担者，为家庭创造了一笔不菲的财富，

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种“高陪嫁”的

补偿习俗：即姑娘出嫁时，父母尽量准备

丰富的嫁妆以补偿她为家庭所作出的贡

献，希望她婚后能衣食无忧。也是出于

同样的原因，与全国大部分地区早婚习

俗不同，上海市郊的家庭希望女儿能够

为家庭多创造财富，不愿意早早将女儿

嫁出去，便形成了妻子年龄普遍大于丈

夫的“大娘子”习俗。

受到特有的环境因素的影响，部分

上海非遗融汇中西，并呈现出鲜明的近

现代工商业文明的特征，这在我国非遗

体系中独具特色。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

以后，迅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西

方文化进入上海，经过上海民众审美观

念的过滤，又将过滤之后的西方文化融

入上海文化的大熔炉中，使其成为上海

城市文明的组成部分。

绒绣技艺于上海开埠后随西方传教

士传入，最初由上海绣工加工半成品供

外商出口，后经过几代人的传承与改良，

形成了具有海派特色的工艺美术品类，

其效果甚至远超西方产品。1950年代，

上海绒绣发展尤为兴盛，成为中国外贸

企业创汇的好产品，不仅连年创汇，而且

能为国家换购回紧缺物资，为上海现代

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上海绒绣在

继承西方技艺的基础上，又发明出劈线、

分股、复色、接色等专业技艺，使有限的

色线产生无限的色彩效果，解决了西方

绒绣技艺在绣制人物肖像时色彩转折过

渡的难题。传承人高婉玉绣制《中苏友

好大厦夜景》时，突破材料使用的局限，

采用人造丝绒来表现灯光，使画面达到

了华灯璀璨的效果，后又将发光彩帷绒

色线融入工艺，弥补了西方绒绣无法表

现作品高亮度部位的不足。

如今，上海绒绣已成为中西文化融合

发展的代表性符号。中西合璧影响下形

成的上海绒绣，在发展过程中也体现出趋

时务新的特质，近日，上海绒绣洋泾传习

所响应上海市文旅局的号召，以“建筑可

阅读”为主题推出了上海绒绣封面笔记

本，封面使用绒绣技艺勾勒出武康大楼、

上生 · 新所、马勒别墅等上海优秀历史建

筑的形态，助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非遗的创新性发
展与新时代上海城市
记忆

上海非遗在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有

着相当强的自我更新能力和主动再创

造的潜能，它们不断寻找与现代化进

程中各要素的契合点，探索创新性发

展的路径，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并已成为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重要

资源。

上海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李守白走

入创意剪纸，不仅创作出连环画式的大

型剪纸长卷，设计出大型剪纸装置艺

术，而且突破了传统剪纸的种种局限，

与现代、后现代艺术相结合，打破了剪

纸需要用“纸”来做的理念，从平面走向

立体，从单纯的“纸”到综合材料的运

用，将剪纸造型和纹理表现在实木家具

上，使生活艺术化。又如，近年来，王渊

超采用吉他弹唱的形式创编出新上海

童谣《苏州河》《静夜思》等，并将这些作

品应用于小学生教育、沪语教学，或将

其贯穿于亲子活动中，使童谣在新上海

人群体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上海豫园灯会也在现代技术的烛

照下得以创意重构，连续两年以“山海

奇豫记”为主题，融灯彩、沉浸式国风体

验、线上线下趣味互动于一体，运用AR

技术结合实景，呈现了一场神话游历新

春灯会。灯会上，豫园商城与城隍庙联

动，恢复老上海上元良宵“天官鳌山灯”

赐福巡游的民俗传统，熔古铸今，体现

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事业、创意

产业的结合。

上海非遗与上海城市记忆之间是互

为建构的，城市记忆为非遗的产生和发

展提供了特有的环境，而非遗在长期的

传承过程中又凝结成独特的海派文化基

因，逐步深化着上海城市记忆。非遗中

所蕴含的理念神韵、知识智慧，潜移默化

地规范着上海民众的生活方式、礼仪规

范、休闲娱乐、弄堂人情，形塑着上海独

特的城市品格。它们在当代社会环境、

现代化技术、市场经济的诠释下，必将激

活自身的社会功能和经济活力，焕发出

新的文化价值和产业生机，由此创造出

的新时代上海城市记忆也将有利于巩固

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

（作者分别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
交 流 学 院 助 理 教 授 、上 海 市 习 近 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互建互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上海城市记忆
黄亚欣 郑土有

一句“吗喽的命也是命”，让“吗

喽”成为当下互联网最流行的符号。

在两广方言中，“吗喽”（方言原为“马

骝”）指的是猴子，那位看到网友催广

西砂糖橘上市时随口调侃了一句的广

西人，可能也没想到会就此引起新的

互联网热潮。“眼皮沉重、双眼无神、面

无表情”的猴子一跃成为当代年轻人

认同度最高的形象。

不同于此前的卡皮巴拉、鼠鼠等

仅在小圈层内流行，“吗喽”表现出极

强的破圈属性与广泛的传播特性，从

打工人到学生党都可以自称一声“吗

喽”，似乎任何一个群体都能在“吗喽”

身上看到自己。“吗喽”的表情包成为

另一种无障碍社交语言。

在“吗喽”之前，最广为人知的猴子

可能是孙悟空。嫉恶如仇、战斗力出

众、机智勇敢、降妖除魔的美猴王满足

了一代代人对英雄的想象，甚至成为了

许多人心中的偶像。但不同于有着完

整角色设定和故事的孙悟空，“吗喽”只

是一个没有前因后果的简单符号，许多

“吗喽”表情包的使用者甚至分不清到

底有几个不同的猴子；在这里，连猴子

本身的形象、性格都不再重要，只要配

在图片中的文字能够传递相应的情绪

就已足够。从这一点看，“吗喽”流行背

后是符号化消费与青年亚文化发展的

必然结果，也即，比起符号本身，大众更

在意符号能传递的情绪。

“自我”的符号化拟像

粉丝研究中普遍赞同的观点是：

粉丝会对偶像有“自我投射”，即粉丝

将偶像视作“镜中”理想的自我并在偶

像身上投射自己的情感，进而在网络

这一虚拟空间中实现“自我满足”甚至

“自我认同”。在这里，偶像已脱离具

体的个体，成为了某种符号本身。偶

像的人设、“营业”很多时候就是在强

化自己的符号特性，而偶像“塌房”往

往意味着偶像所象征的符号“崩塌”。

粉丝期待着符号可以稳定且长期

存在，为此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将二次

元角色甚至完整的虚拟偶像作为投射

对象。因为相较于真人偶像，“纸片

人”和虚拟偶像的人设、外形往往更容

易保持统一。另一方面，无论是真人

偶像还是虚拟偶像，粉丝们喜爱、追求

的都只是隔着电子屏幕的符号化存

在，如果仅从偶像与粉丝的准社会关

系角度判断，真人偶像与虚拟偶像并

无本质差异，也即，真人偶像并不比虚

拟偶像更真实、更亲密。也因此，基于

虚拟偶像的符号稳定性，许多人更愿

意将自我投射在非真人偶像中。

更多时候，许多人选择通过偶像

完成自我投射，可能只是在借助相应

的符号消费来进行自我表达。具体来

说就是将日常生活抽象概括出一定特

质的同时，对相应的对象进行符号化

建构。符号化的对象和抽象后的生活

进行关联后，符号使用者就可以完成自

我投射与表达。在这里，偶像或者说

投射的对象成为了“自我”的符号化拟

像。自我建构与表达欲望才是个体对

某一对象进行投射的重要动因。

对此，研究粉丝文化的学者普遍

认为，粉丝最容易崇拜的往往是那些

符合他们对理想自我想象的偶像。正

如那些在社交平台越来越活跃的“事

业粉”，看似督促偶像在事业上进取的

他们，可能是在督促想象中的自己，只

是当借助偶像表达这些意愿时，似乎

更容易宣之于口。

解构主义与叙事抛弃

社交媒介的发展在方便我们表达

自我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可供消

费符号的范围。但是当符号被运用在

日常相处交往中时，符号本身的易理

解 性 、可 接 纳 性 变 得 极 为 重 要 ，而

meme、表情包因其直观形象的设计，

自然就成为了许多青年在社交中使用

的重要表达手段。这或许能在一定程

度上解释，为什么相较于明星、偶像符

号，表情包的使用频率更高，特别是当

这种表情包带有明显的自嘲、讽刺特

征时，会更容易被接纳和喜爱。

显然，以“吗喽”为代表的图像能

够实现传播快、传播广，与其本身的

符号特质密切相关，而年轻人只是在

符号消费中完成身份认同与某种精

神寄托。

文化批评家雷蒙 ·威廉斯认为，文

化是一种日常的、整体的生活方式。通

常来说，我们习惯于将年轻人创造的，

与父辈文化、主流文化既抵抗又合作的

文化形态称之为青年亚文化，“吗喽”、

卡皮巴拉、鼠鼠为代表的符号消费同样

是当代青年亚文化的一部分。尽管这

类符号也同样有着自拟、自我表达的特

征，但作为一种没有任何具体设定、内

涵的表情符号，相较于偶像、二次元形

象等符号的特质，它们还多了调侃、解

构等“无厘头”的特征。

如今对“无厘头”的讨论更多是基

于周星驰电影表现出的文本结构模式

和表现手法。学界普遍认为，“无厘

头”的基本审美特征是于离奇、怪异、

荒诞中显露某些社会历史真实，就像

周星驰在电影中常做的，对观众原本

熟知的人物关系和故事结构进行打碎

重组，利用拼贴、戏拟产生反讽、调侃

的表达效果，进而实现破坏秩序、解构

正统。换言之，在“无厘头”文本中，解

构是最重要的特征。

解构是后现代艺术在主题传达中

的显著特征。正如英国学者特里 · 伊

格尔顿所言，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

化风格，常常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

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

的、模拟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

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

面”。如今年轻人喜爱的符号消费尽

管无法称之为后现代艺术，却依然带

有明显的后现代商品属性。在这里，

整体、历史甚至文本、叙事、结构都不

复存在，留下的只是一次情感宣泄的

“狂欢”。

“嘴替”下的情感共同体

近两年，“情绪价值”成为年轻人极

力追求的一种消费属性，这不仅表现在

以毛绒玩具为代表的商品的走红，也表

现在能够替年轻人发声的“嘴替”的流

行。比如余华，过去许多人了解他、喜

爱他更多是基于他的文学作品，但现在

很多年轻人对他的喜欢源于“潦草小

狗”表情包、和莫言、史铁生的故事以及

诸多“反内卷”语录。自始至终，余华并

未改变，改变的只是大众看待他的角度

以及期待从他身上获取的东西。至少

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余华的可爱更

多在于他对年轻人情绪的共情。

对“情感价值”的强调背后实则是

一种对自我情感被理解、被接纳、被抚

慰的需求。年轻人期待着借助外在商

品抚慰情绪，也期待着通过大众媒介

表达情绪，从表情包到人物访谈、演

讲，再到影视剧台词，任何图像与文字

的结合都有可能成为一种表达符号，

辅助他们将隐晦甚至模糊的情绪以一

种具象的内容表达出来。更重要的

是，选择媒介中的“嘴替”而非直抒胸

臆有助于弱化情绪，也容易让年轻人

在网络上达成某种情感共同体。换言

之，他们可以在相似的“符号”中分享

相同的情绪。或许这也能够解释，为

什么好朋友间更容易共用同类型的表

情包，它们可以是跳舞的奶牛猫、可以

是Loopy和森贝儿贵宾犬，也可以是罗

文姬女士或“吗喽”，情绪共享才是这

些符号流行的关键。

回顾近几年互联网流行过的亚文

化，很容易发现许多看似具体的内容

往往指向的是一种模糊的能指和内在

需求——普通个体被看到被理解的需

求，这种需求与风险社会下的焦虑有

关。贝克指出，风险社会中共同的焦

虑取代了共同的需求。从这一点看，

当大众的情绪出现明显共性之时，具

有普遍情感抒发意义的媒介符号会更

容易被接纳和传播。

如果将视角放回文艺作品，我们会

发现这种转向体现在大众对小人物叙

事、边缘群体的关注和对不完美主角的

喜爱。在这里，与其说大众在意故事和

内容，倒不如说关注这些角色指涉的清

晰明确的情感，正是这些情感和价值取

向让大众产生了某种共鸣与共情。

我们很难判断“吗喽”会流行多

久，或许很快又会有新的符号让年轻

人觉得看到了自己，因为更多人在意

的并非“吗喽”本身，而只是需要一个

具有情感按摩功能的符号，只要满足

这一需求，任何一种符号都可能成为

下一个“吗喽”。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博士研究生）

“吗喽”走红：赛博时代
符号消费与情感共同体

帕孜丽娅

开张不久的大世界“星图剧场”，是
为一部在这里驻演的全新音乐剧而设计
的。这个剧的名字有点特别，中文“星
图”的意思好像不如英文剧名清楚——
严格说DeJaVu是个早已进入英文词
汇的法文词，意思有点像“似曾相识”，但
语气带着更多的惊讶，好像“哇，前世有
缘！”如果叫“似曾相识”，会显得平淡了
点；“前世有缘”就更贴近剧情，但又过于
老派，显不出这部音乐剧“潮”的特色。
所以主创干脆把“星图”和DeJaVu放在
一起当剧名。

他们是用什么连接起那看似“前世
有缘”的两个故事的呢？主要不是“缘
分”或“天命”，而是两个艺术家的创作
——就像制作该剧的“剧伙”主创团队自
己所做的一样。这个团队包括导演编舞
刘晓邑，编剧作词黄菀卿、陶倩妮、薛敏，
作曲编曲徐肖、姚旭之，制作人和晓维，
出品人张博禹。就像一面他们自己的镜
子，这是一部展示音乐剧创作过程的“元
戏剧”（Meta-theatre）。
“元戏剧”这个词近两年来随着“元宇

宙”火了起来，但很多追捧这个概念的人
未必清楚其确切的涵义。其实“元戏剧”
无关高科技手段，关注的完全是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奥秘，《星图》就是这样的。元戏
剧还是很重视讲故事，它的主要特点在于
独特的叙事方式。大多数传统戏剧中的
故事情节是线性发展的——无论有几条
情节线、是顺序还是倒叙；元戏剧打破所
有线性发展的情节线，剧情总是在“戏中
戏”和“戏外戏”两组人物时断时续的互动
中一段一段地展开。

最早的元戏剧以全新的哲理探究为
最大特色，刻意用这种跳跃和“间离”一
次次打断观众的欣赏，因此对观众的智
力和专注度的要求相当高，也就意味着
门槛比较高。皮兰德娄的元戏剧经典
《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1921年在罗

马首演，就惹恼了一部分看不明白的观
众，他们跟剧场里的粉丝们大吵起来，害
得剧作家只能从后门溜走。

一百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元
戏剧这种样式，内容和形式也变得越来越
多样化，如布莱希特1940年代的政治哲
理剧《措施》，中国1980年代问世的实验
话剧《挂在墙上的老B》（1984北京）、实验
川剧《潘金莲》（1985四川）以及表演工作
坊的《暗恋桃花源》（1986台北）等，那都
是卡司比较大的大型剧目。但《星图》创
造了一种新奇的元戏剧样式，小巧精致，
戏里戏外两组人物各只有两个人，这一悲
一喜两对角色的戏也是磕磕碰碰时断时
续，却一点也不让人觉得伤脑筋，反而给
观众带来很多意外的惊喜。

戏外戏先开始，从纽约回国的江清源
和在西南小城写网络小说的孔繁星要联
手合作一部音乐剧，剧情来自一本在纽约
旧货店淘到的中国留日学生于1911年辛
亥革命前后写的日记——故事竟和网络
小说神奇地巧合。这一来，《星图》比一般
元戏剧的套层结构还多了一层——最源
头的叙事是那本古董日记。日记幻化出
戏中戏里的人物：赴日学医的戴望星受了
进步留学生的感染，上街演讲宣传革命；
喜欢画画演文明戏的叶思源则相反，这位
末代清廷的小王爷是被父辈送出国去躲
开政治的。叶思源写生时悄悄画下了戴
望星的美貌，她发现后跟他吵了一架。不
吵不相识，叶趁机请戴去春柳社看他演
戏，他也开始跟随戴去冒险参加革命活
动，最后发现戴还更有戏剧才能。她写了
个剧本《霸王别姬》，邀叶和她一起来演
——这是这部元戏剧的另一个第三层。

这个“戏中戏中戏”里最惊艳的是性
别的反转——编剧的戴女演的竟是霸王，
本来身处主场的叶男只能演虞姬。《霸王
别姬》自然预示着二人不可避免的悲剧性
分离，但这段戏特别好看好听，不仅因为
卡司的反串很好玩，还因为他们的二重唱
是带点京味的新歌：“唱一曲悲离欢，道不
尽心中寒。就算孤军奋战，也要力挽狂
澜。并非贪恋江山，只为有天在窗畔，能
见家家户户享清欢。”旋律动听，歌喉动
人，舞姿惊心动魄，让人很难不动容。

戏中戏很精彩，会不会抢走了戏外戏
的风头？戏里戏外是两对完全不一样的
“欢喜冤家”，但戏外那两个创作者也有个
关于性别的“反转”。一开始江清源听经

纪人说给他找来个合作者孔繁星，还以为
那是个女子，赶紧回到上海的“弄堂屋檐
下”，巴巴地等着那“一头飘逸的长发，还有
和字迹一样隽秀的脸颊。”这个人设的误会
看上去跟音乐剧《粉丝来信》里那个催人泪
下的核心情节有点像，但在《星图》里却是
个喜剧情节，而且只是个小插曲。孔繁星
性别的“悬念”到他一来就解开了，江清源
虽然有点失望，但毕竟“他日夜兼程赶来，
我也不能赶走他。”之后他俩的合作总体上
是成功的，但时常会在对男性、女性心理的
理解问题上发生些争论——又仿佛与《粉
丝来信》中那位发现自己身上具有女性气
质的男子遥相呼应，这正是当下全世界的
年轻人都关心的问题。在构思戏中戏里的
性别反转情节时，这两个男人都争着说自
己比对方更懂男人或女人，引起观众一阵
又一阵开心的“呵呵”声。

为了突出戏外戏的“喜”与戏中戏的“悲”
的对比，主创还在戏外加了个浑身都是喜感
的功能性人物，干脆超越了性别，一会是纽约
百老汇的经纪人汤姆，一会又是上海老房子
的邻居“阿姨”——但她只许别人叫她“阿
姐”。他/她主要生活在戏外戏的当代，也时
不时走进戏中戏的“辛亥时期”，扮演各种需
要的龙套角色，甚至还把江清源和孔繁星两
位创作者也一起拉进“日本”的情境中去饰演
革命军人、游行青年、路人、军警等各色人
等。有时候人还是有点不够，导演刘晓邑就
使出他的拿手好戏“偶”，包括掌中偶和影子
偶。晓邑在当导演之前当了多年的编舞，我
曾目睹他一看剧本几分钟就能给演员编出
绝妙的舞蹈，他给偶编舞更是弹指一挥间，
驾轻就熟。因此，这部反映了两个大时代的
可以算是宏大题材的音乐剧，只用五个演员
就游刃有余地体现得十分出彩。

这也正是因为主创充分发挥了元戏剧
的长处——既然是当着观众的面来探讨怎
么讲好一个过去的故事，全剧就是一个个
片段的尝试过程，就可以各种方法都拿来
试试。在这样的戏里，一人多角、一专多
能、能说能唱能舞蹈能玩偶的演员是最最
重要的，根本不需要太多太实的布景——
极简的活动布景就要像《星图》这样和演员
的操控结合起来，成为演员表演的一部分，
才能表情达意、才有意思。这比某些赶时
髦学点元戏剧的形式、但又在舞台上堆
砌厚重写实布景的大剧目高明多了。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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